
一、图学、图画教科书与早期美术教育

在西方，以直线透视法为核心的制图术在16世纪20年代发展成熟，准确、直观的图像表达

成了科学插图的一种标准样式，艺术家比以往更注意观察，更注重从可视、可感的实物中举

证。新的制图法促进了人体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工程学的繁荣。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不

需要文字说明，而且不需要观看者参照所描绘的实际物品”的制图术对欧洲国家的学术变革

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为直观、实证、实验性的现代欧洲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宋儒就已开始倡扬“格致”之学，但我们一直无法找到一种与这种“格

致”之术相对应的视觉形式。在元、明以后的“图学”传统中，“体物之精微”的视觉经验仍然停

留在文字层面上。“栩栩如生”一类的说法只是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中，在图像世界我们无法找

到与此相默契的视觉形态，无论是民间版画还是画工手稿、匠人的工程图都是如此。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的“海西法”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图谱之学。在晚明以降的中国学

术史中，以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与王征共同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1627年）为

标志，传统图学开始了新的复兴。该书原名是《火焰学》（De la pirotechnia, 1540年），作者是意大

孔令伟

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以“图学”为核心，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视觉启蒙运动，在洋务运动、新型博览会、时事新闻宣

传画、学堂启蒙教育等环节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图像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视觉启蒙”与白话文运

动、戏剧改革等互为呼应，三者以直观、写实的语言共同编织了顺畅的信息交流网络，从而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

心灵“整合”作用，并影响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基本走向。本文通过对近代图学、图画教科书、新型公共展览、画报画

刊等历史细节的钩沉，力图对发生在视觉领域的这一次“启蒙运动”做出整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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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冶炼和锻造技师比林格塞奥（Vannoccio Biringuccio）。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这部书一直是

最系统地介绍西方力学知识和机械学的中文著作。雍正七年（1729），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年希

尧翻译出版了《视学》一书，此书原名是《绘画与建筑透视》（Prospettiva de’pittori et architect, 1693

年），作者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天顶画家波佐（Andrea Pozzo）。在19世纪末《器象显真》、《画形图

说》、《西画初学》等新的译本出现之前，《视学》几乎是介绍西方建筑与绘画透视的惟一著作。

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传统图谱之学在面目上又发生了一次彻底改换。在洋务派的

制造局中出现了两项非常重要的研究科目：“图学”和“工艺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行

军测绘”即被归入图学，而新出现的摄影术———“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像略法”等则被归入

工艺学的范畴。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时曾说：“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

有图说可寻。”①而李鸿章在主持江南制造局之初，便延聘韦利亚烈、傅兰雅、玛高温等西洋传

教士翻译了《汽机发轫》、《泰西来煤图说》等著作，用图说和图解的方式来介绍施工方案和工

艺流程。

在洋务派主持的学堂、译书局、制造局中，图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例如，由徐建寅删述整理

的《器象显真》②是堪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视学》媲美的一个代表性例子。此书原名是《工

程师与机械师制图手册》（The Engineer and Machinist’s Drawing Book），出版于1855年，作者是英

国科学家白力盖（Le Blanc），译本由江南制造局于1871年刊行。据《增版东西学书录·卷四》

（1902年）介绍，全书共分四卷：首卷论画图器具；卷二论用几何法作单形；卷三以几何法画机

器视图；卷四机器视图汇要。“凡算学家之画法，悉具于中，最为清晰”③。再如，江南制造局曾开

办“画图房”，教授外文、算学、绘图等课程，制造局的机器图样大多由“画图房”绘制。事实上，

由洋务派所创办的各类制造局、学堂中几乎都设有图画课程，并建有“画图房”或“绘事院”④。

例如，1867年福州船政学堂成立了“绘事院”，培养绘制船图、机器图的专职制图人员。其课程

包括了算术、平面几何、画法几何、绘画、轮机设计图等。学堂分前堂、后堂，前堂有造船科、设

计科（绘事院）和艺圃，绘事院的学生称“画童”。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

新式学堂日渐增多，如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创办）、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和天津中西

学堂（1895年创办）等等。

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图画教育开始成为中国早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范围渐

次由洋务学堂普及到中小学师范学堂。1902年，晚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正式确定了全国性师

范教育系统⑤，图画教育也被纳入了正式教学科目。这一时期出版的初等小学教科书也开始按

《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在高小以上课程中设置图画课。而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

学堂章程》中也对绘画教学做了这样的规定：“先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俾得练习意匠，

兼讲用器画之大要，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姜丹书曾回忆两江师

范学堂西画考试题（主科、水彩画）：“海面浮一巨舰，远岸烟雾迷离，楼房隐约，做深夜之景。”

入学之后，其图画课内容为“用器画———投影画（正投影———当时称‘正写投象’、均角投影、倾

斜投影、远近投影———透视画法等，这些都是属于立体的）、画法几何等。自在画———素描（铅

笔、木炭写生、擦笔石膏像及铅笔速写）、水彩画（临画、铅笔淡彩、静物写生、野外练习）、油画、

图案画……另外加习毛笔画（国画）”⑥。这些科目都留下了早期洋务学堂“画图科”的影子。

在洋务学堂和早期师范学堂中，充为教材的近代图画教科书⑦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实

物模型、图谱是“自在画”教学的主体，而各类画学范本则是“视觉启蒙”最直接的工具。

在专业图画教科书出现之前，近代中国的蒙学书中不乏配图读物，如《神童诗》（绘图本，

上海天宝书局版）、《女二十四孝图说》（南京李光明庄版）、《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上海鸿宝

122



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书局，1901年）等等⑧。1902年，商务印书馆还曾经按“学堂章程”规定的学制，陆续编成最新初

等和高等小学教科书各一套，并请画家绘制优美插图，每册附有彩色图画，这是国内儿童读物

附有彩色插图的开始。初等第一册于1904年12月出版，引起学校争购，数月间行销十余万册。

近代的图画教科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不过，晚清时期的图画教科书大多是从

英、日等国转译而来。

前文提到，由徐建寅删述整理的《器象显真》是一部介绍西方制图法的译著，除此之外，近

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画学译著。据《增版东西学书录·画学》载，晚清编译印刷的画学图书有：

《普通用器画教科书》一卷，清隽堂，南洋学务译书院石印本一册；《图形一班》一卷，王肇鈜钅，自

印本；《画形图说》一册，益智书会本；《西画初学》六卷，格致汇编本；《图画范本》四册，南洋公

学本；《论画浅说》，上海排印本一册。另据《译书经眼录·图画学》所载，尚有：《初等画图范本四

卷》，黄斌，南洋公学洋装本四册；《初等小学习画帖甲编八册》，金石，商务印书馆本；《蒙学毛

笔新习画帖五卷》，丁宝书编，文明书局洋装本；《毛笔习画帖甲编三册》，丁宝书编，文明书局

洋装本。

随着近代师范教育的兴起，中国人自行编印的图画教材也越来越多。据《教科书之发刊概

况（1868—1918）》⑨，这一类教材主要有：1902年夏，丁宝书编《蒙学毛笔习画帖》三册、《新习画

帖》五本、《铅笔新习画帖》四本，上海文明书局刊印。另外，南洋公学同年发行的高等小学教科

书还有丁宝书《高小铅笔习画帖》三本，张景良译补《几何画》。商务印书馆出版谢洪宝《用器透

视画》、《投影画》各一册，及徐咏清《铅毛笔习画帖》各八册。1906年，新学会编《初等、高等铅笔

习画帖》各一种，湖北官书局编《图画临本》八册，张在恭编《初小图画范本》八册（中国图书公

司出版）。1912年，商务印书馆编《新字帖》、《毛笔图画》各八册，汪洛年编《毛笔图画》六册，王

家明编《铅笔图画》六册，寿孝天编《用器画解说》、《用器画图式》各一册。同年，中华书局出版

陆费逵等编《初等习画帖》八册。1913年，文明书局出版丁宝书编《初小毛笔习画帖》四册。191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谢公展编《新体彩色写生》二册，王雅南编《新体小学图画教科书》三册。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临摹画帖是早期师范学堂美术教育的基本特色，参与图画教科

书编辑者，有的是以临摹古画知名的画家，如丁宝书（1866—1936）、汪洛年（1870—1927）、谢

公展（1885—1940），有的是土山湾学徒，如徐咏清（1880—1953）。

“五四”运动之后，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临摹画帖的方法渐渐让位于实物写生、对景

写生。至美术学院出现之后，以印象派写生手法为主体，并结合了欧洲19世纪晚期学院派教学

法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才开始建立。

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发端于晚清官办洋务学堂的“图画手工科”，其目的是“兴工商、制百

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深入展开，美术教育也从实用向审美和思想启蒙方向发

生了倾斜。

在早期的图画手工科教育中，实用教育与审美教育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例如，两江师范学

堂的“图画课目”，即有素描（铅笔、木炭）、水彩画、油画、用器画（平面几何画、立体几何画……

正投影画、均角投影画、倾斜投影画、透视画、图法几何等）、图案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等）等

项。“石膏模型有阿波罗、维纳斯、腊孔、猎神、荷马等的头像、胸像及立马、卧牛等。又有剥制禽

兽等静物写生标本以及各种立体几何模型等，均供教学使用”⑩。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继续推

进师范美术教育，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广东高等师范、南京高等

师范及福建、山东第一师范都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科。

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开启了现代美术教育的端绪，当时强调的是艺术对工商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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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作用。但是，由“兴工商实业”之动机所触发的自上而下的美术运动随后又引出了另外

一些问题，即美术的功用问题。工业生产所急需的是精确、科学的制图术，商品销售所急需的

又是各种美丽的“形象诱饵”，如清末民初在刊头报尾选发的各类美人头，做商家助销手段的

月份牌之类。这种情形正如吕澂所言：“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

鹜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

几莫不推商家用为号招之仕女画之上。”輥輯訛

与此同时，矢志于革命事业的仁人志士又急于利用图像唤起民众的斗争意识，如《民报》

创刊号用墨子而非孔子像作封面，再如同盟会员在新军中散发的明太祖像，或国粹主义者在

《国粹学报》上印制的明代学者像，及对清初“四僧”等遗民画家的推崇等等都有这层含义。

除了这种现实的功用，美术还具有非功利的一面。黄宾虹说：“图画者，文字之绪余，百工

之始基也。文以载道，非图画无以明。而图谱之兴，尚不如画者，物质徒存，精神未至也……故

国家之盛衰，必视文化。文化之高尚，尤重作风。艺进于道，良有以也。”輥輰訛从黄宾虹的言论中可

以看到，除了发展实业，辅助革命，“美术”同样具有唤起民众“高尚雅洁”的文化情操的功能。

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恰好可以在后来吕澂所倡言的“美术革命”或蔡元培所发动的“以美育代

宗教”运动中找到回应輥輱訛。

民国成立之后，国立、私立美术学校纷纷问世，这一切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有密切的关

系。而艺术教育的宗旨也发生了改变，即从发展工商实业转变为实现全民美育，从实用教育转

向了思想启蒙。

二、博览会与美术展览

1871年，维也纳筹办了一次万国博览会，负责人拉依纳尔亲王以总督的名义向世界各国

政府发出邀请照会，并附上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1年11月日本政府收到

照会，并于次年向下属各知事、知县转发了这份邀请书的日译文本，日本译员在翻译奥国邀请

书“Kunst”一词时，使用了两个汉字“美术”。新名词和新学问是连在一起的。1876年，日本政府

便成立了“工部美术学校”，专门教习西洋画、石膏写生素描和机械制图。

显然，美术的早期概念与工商实业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在接受西欧现代工业文化的过

程中，也逐渐理解了“美术”的价值，并出现了兴办博览会的高潮。

博览会为工业发达之后的产物，同时也深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意义在于搜集

各类物产集中陈列，由主事者审查优劣，予以奖劝，目的是振兴实业，致国家于富强，并向其他

民族展示自我形象。1798年，拿破仑开设巴黎博览会，此后，欧洲其他国家相继于各大都市设

立大博览会，如维也纳、华沙、里斯本、罗马、伦敦等先后开设博览会，以此振兴本国工商业，早

期的威尼斯双年展也是这种风气的产物。1851年伦敦开设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具国际展览的

性质。晚清官员斌椿参观了这次博览会，并用音译“各里思答尔巴累思”（Crystal Palace）来记述

他在伦敦见到的“水晶宫”。

1877年，日本开始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后来的东京大劝业博览会属于世界博览会性质。

受欧、美及日本影响，中国也开始兴办博览会輥輲訛。光绪二十六年（1900），罗振玉翻译了日本新农

报《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民馆》一文，他在此文按语中说：“博览会之益，可奖励实业家之进

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一举而数善。”以此为开端，中国的各种类型

的商业博览得到了蓬勃发展。例如，1909年的武汉奖进会、直隶展览会，1910年的京师出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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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劝业会，以及1928年的上海国货展览会，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等等。而各个博览会都设有

美术馆，这也是仿照各国博览会的通行做法。

第一次“南洋劝业博览会”开办于1910年。关于这次博览会，姜丹书回忆说：

南洋劝业会为我国破天荒的盛大展览会。我国自古以来无所谓展览会，此为沾被欧

化后之第一次，为物产性的、文化性的。由国家所主办。全国各省皆特设一陈列馆，馆屋皆

新建洋式……各该馆内所陈列之物器，皆为各该省内之特产，各种各类，巨细毕举。稀奇

古怪，万汇并陈。又有属于综合性者，如教育馆、美术馆、交通馆等。当时名播世界的余沈

寿女士所绣之意大利皇后像，即赫然陈列于美术馆者也……輥輳訛

在南洋劝业会展场，美术馆为仿罗马式建筑，陈列中国书画、金石工艺、刺绣等，教育馆陈列有

学堂师生所作的各类洋画，如油画、素描、水彩等。

除了筹办国内博览会，中国人也曾多次参加国外博览会，例如，1876年美国费城百年独立

纪念大博览会、1893年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1900年法国巴黎博览会、1902年法属印度支那

（今越南）河内博览会、1904年美国圣路易博览会輥輴訛、1905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1906年意大利

博览会等。1914年4月，民国教育部还举行“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品包括字画、刺绣、编织、

玩具等。展览结束后，从展品中选出104种共125件运往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展出。

劝业博览会的动机纯然是为了振兴民族的工商实业，但这种做法却为后来出现的各种类

型的美术展览会埋下了伏笔，国民政府举办的全国美展，或纯粹民间性质的美术“赛会”（如颜

文樑在苏州举办的美术赛会）都可以从早期的博览会中找到根源輥輵訛。

三、画报、画刊、画谱

同图画教科书、美术展览会一样，中国近代画报画刊也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近代画报

画刊采用了新的图像复制技术，其便捷的制作手段、批量印刷的传播手法，直接刺激了中国近

现代视觉文化的发展，也为整个社会启蒙运动提供了最直观的物质载体。科学思想的传播、革

命思想的传递、艺术史知识的普及等等现代现象均以此为依托，在近代思想和文化运动中掀

起了阵阵波澜。

在中国最早创办现代报刊的是西方传教士、书商和投机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介绍：

“我国现代报刊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輥輶訛查《上海出版

志》、《中国印刷近代史》輥輷訛，晚清时期，上海出现了墨海书馆輦輮訛、美华书馆輦輯訛、土山湾印书馆輦輰訛、点

石斋书局輦輱訛、图书集成局、广学会輦輲訛、修文书局、乐善堂书局等外资出版机构。这种局面对晚清官

员产生了很大的触动，19世纪下半叶，在晚清洋务派领袖倡导下，中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官

办印刷出版机构，在这些官书局、官印局、官报局、度支部印刷局及其他官办印刷机构中，影响

较大的是金陵官书局、江苏官书局、浙江书局、广雅书局等。与此同时，民办出版印刷机构也在

迅速崛起，如上海的同文书局打破了外资印书局独据石印业的局面，并与拜石山房、点石斋印

书局形成三家鼎立之势。随后出现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是同时期民办印刷机构中的佼

佼者。

这些官办、民办书报局，一开始多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后来逐渐改用西方现

代印刷术。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学著作曾介绍过西方“照相镂版印图法”輦輳訛，这一类“工艺学”著

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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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见证了近代出版印刷术的变迁。据王肇鈜钅《铜刻小记》（1889年）、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

印刷术》（1931年）等文献介绍，新的印刷术主要有凸版———电镀铜版、石膏版、黄杨版、照相铜

锌版、三色版，平版———石印、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版、马口铁印刷、珂罗版，凹版———雕

刻铜版、影写版。新的印刷制版技术促进了近代画报、画刊事业的繁荣，其中尤以石印版、影印

版、珂罗版、雕刻铜版、影写版最为出色。

前文提到，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华文画报、画刊均由洋人创办———如《小孩月报》、《画图新

报》、《点石斋画报》等等。正如胡道静所说：“最早的画报是上海清心书馆所出的《小孩月报》，

其次为《瀛寰画报》，第三为清心书馆所出的《画图新报》，第四才挨到《点石斋画报》。”輦輴訛

《小孩月报》英文名Child’s Paper，1874年从广州迁往上海发行。1875年（光绪二年）在上海

正式出版，由美国北长老会教士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主编。1884年改名

《月报》，聘钟子能为主笔，1913年改名《开风报》，出版五期之后，于1915年停刊輦輵訛。《小孩月报》“文

字极为浅近易读，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插画均雕刻铜版，尤精美”輦輶訛。其主旨

是向幼童宣讲圣经，传播福音，但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例

如，《小孩月报》“天文易知”栏目连载有《略论地球》、《论日蚀月蚀》、《潮夕》、《论彗星流星陨

石》等；“游历笔记”栏目中还刊有《紫禁城》、《上海》、《日本长崎》、《亚拉伯骆驼》、《氢气球》、

《美利坚国》等。画报用连史纸雕刻铜版精印，图文并茂。1878年12月17日《申报》一篇题为《阅

小孩月报记事》的文章称：“沪上有西国范牧师创设《小孩月报》，记古今奇闻轶事，皆以劝善为

本，而其文理甚浅，凡稍识之者皆能入于目而会于心，且其中有字义所不能达之外，则更绘精

细各图以明之，尤为小孩所喜悦，诚启蒙之第一报也……”

《画图新报》英文名Chinese Illustrated News，1880年（光绪六年）6月8日创办，发起者还是范

约翰，由上海中国圣教书会（清心书馆）印行。首卷称《花图新报》，第二卷起改称《画图新报》。

文字部分由钟子能主笔，插图用雕刻铜版、黄杨木雕刻印制。1913年（民国二年）出版第34卷后

停刊。1914年1月改名《新民报》继续出版。《画图新报》含有地图、风景、天文、地理、科学、风俗、

政事、名人像等内容。《画图新报》是《小孩月报》的姊妹篇，浅近的语言、生动直观的图像是二

者共同的特色輦輷訛。两报均采用雕刻铜版、黄杨木雕刻版印制插图。

关于雕刻铜版，张静庐在为《铜刻小记》所加的按语中说：“雕刻铜版，在我国宋代已经发

明应用。1952年上海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在宋代，除了雕木板印刷图书外，也已能雕铜版，以

便大量印刷之用，例如商店广告和国家纸币的印行，往往是用铜版的。……济南刘家针铺印广

告纸所用的雕铜版，上列刻‘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刻有一兔，两旁刻‘认门前白兔儿为

记’，下列刻‘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輧輮訛但是，宋代铜版和西方凹版雕铜制图术毕竟

是两个概念。“西方铜版印刷术在18世纪初已经传入我国，但这种技术只在宫廷中使用，外间

并未流传，后又中断，影响不大。近代雕刻铜版，以王肇鈜钅留学日本为转机，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輧輯訛。1889年，王肇鈜钅《铜刻小记》问世，此书总论部分写道：“刻铜版之法，创自泰西，行诸日

本。镌刻极精图式，宜取诸此。虽细如毫发之纹，亦异常清楚。”輧輰訛《小孩月报》在上海的出版时

间是1875年，所使用的雕刻铜版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

《小孩月报》、《画图新报》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华教士创办的刊物，与此同时，英国伦敦布道

会传教士也在上海创办了类似的画报、画刊。如广学会出版的《孩提画报》（1888—1890）、《训

蒙画报》（1888—1890）、《成童画报》（1889—1891）等等。

《瀛寰画报》是上海《申报》的附刊。《申报》创刊于1872年，为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所

有輧輱訛。在中国，美查兄弟最初以贩卖茶叶为生，后开设点石斋石印书局、图画集成铅印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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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书局。1872年11月11日，申报馆创刊《瀛寰琐记》，月出一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后改名

《四溟琐记》，再改名《寰宇琐记》，《瀛寰画报》即为《瀛寰琐记》的赠本。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

史》记载：“1876年，以申报文字高深，乃另出民报一种……‘字句俱如寻常说话’；……1877年9

月又创刊《瀛寰画报》，载世界时事风俗山川图说，为不定期刊，每本十余页。图画为英国画师

所绘，说明为蔡尔康所作。共出五卷而止。后于1884年五月八日又创刊画报，旬日出版一本，售

价五分。选择‘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每本共八图。因为是由点石斋印

刷的，所以名为《点石斋画报》。”輧輲訛

《点石斋画报》的前身就是《瀛寰画报》，这两份画报和前面提到的《小孩月报》有一个重要

区别，即这两份画报采用的是石版印刷术，和雕刻铜版“惟妙惟肖”、细致入微的图像相比，石

印版画更能准确地传达制图者的“笔迹”，体现画家的工巧，这种风格可能更符合中国市民的

欣赏口味。为《点石斋画报》配图的画家是吴友如和金蟾香，此外，申报馆还设有“点石斋书画

室”、“申昌书画室”（后改为申昌书局），雇请画工，专门替各石印书局添描颜色。

《瀛寰画报》和《点石斋画报》均为单色石印。据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介绍：

“我国之有石版印术，发轫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即西历一八七六年）

……石印书籍以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为最先……于印刷书籍之外，更出石印点石斋画报，开

吾国画报之先锋。同时更有《飞影阁画报》及《书画谱报》。但其印刷均系单色石印，大抵以墨色

为之，兼亦有赤青紫一色为之者，其印刷神轴、山水等件，均以手工着色。”輧輳訛《点石斋画报》创刊

六年之后，吴友如又创办了《飞影阁画报》。“飞影阁主人”即吴嘉猷（友如），此刊亦由吴个人执

笔。《飞影阁画报》正式创刊时间是1890年10月，旬刊。每期10页，有画7张。连史纸，经摺装，飞

影阁画报社出版，鸿宝斋石印，申报馆发售。1893年10月改名《飞影阁士记画报》，次年6月改名

《飞影阁玉记画册》，1894年3月停刊。共发行132期。内容有百兽、闺媛、仕女、风俗绘画等，和

《点石斋画报》相比，更偏重市井风俗、生活娱乐。

除了前文介绍的几份画报，另有大量资料也需要我们注意。据《清末民初京沪画刊

录———1875—1918》輧輴訛、《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輧輵訛、《中国近代报刊名录》輧輶訛、《全国中文期刊联

合目录》輧輷訛、《中国印刷近代史》、《中华印刷通史·近代篇》、《中国近代报刊史》輨輮訛、《中国近代报刊

发展概况》輨輯訛、《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等资料，还可以继续考察这方面的情况，此处不再赘述。

返观早期画报、画刊事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这一类图文并茂的新型刊

物大致起到了三种社会作用，即文化娱乐、科学启蒙和思想启蒙。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图像的

“思想启蒙”作用，从宣讲基督教教义、福音，到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画报、画刊的精神主旨逐

渐发生了质的变迁。民国前后，大量以“时事”、“真相”为题的画报、画刊纷纷涌现，反映的就是

这种变化。英美教会、外商在中国创办的画报、画刊，以图说的方式演绎新闻时事、科学、博物、

政教风俗、逸闻掌故，其主观意图是吸引读者，招徕顾客，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直观的文化启

蒙作用。随着中国民间出版印刷事业的崛起，“图说”也变得越来越普及。除了普及科学，画报、

画刊在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也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兴起之后，以褒贬人物、

评论政界得失、宣传革命思想为主旨的时事类画刊数量激增，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独特

的“视觉启蒙”时代。

从制作技术上看，民初和清末的画报画刊有一个区别，即摄影图片的数量开始激增。最早

在报刊内刊出摄影作品的，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俄战纪》。同年，《东方杂志》创刊，

每期都刊登铜版摄影插图。此后的《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民立报》都竞相采用新闻

照片。辛亥革命兴起之后，摄影术迅速普及，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政府成立初期，上海的革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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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几乎天天刊登新闻照片，民国九年，上海时报馆出版了《图画周刊》，采用的全部是摄影图

片，主其事者即中国新闻摄影创始人戈公振。从传统木版、晚清的雕刻铜版、石版到民初的摄

影图版，中国的印刷术经历了急速的变迁，印刷技术的发展成为了视觉启蒙运动的重要条件。

以西方传入的石版、珂罗版、照相铜锌版印刷画谱、画稿、画帖，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中一个

重要的“现代”现象。19世纪中叶前，国内只有少量刻印书籍附有插图。直到石印技术、珂罗版、

金属版以及20世纪20年代影写胶印技术传入之后，中国的美术出版业才得以迅速发展。石印

画刊、珂罗版宣纸书画集、摄影画册及精美的彩印图片等等流行一时，对美术知识的普及起到

了重要作用。

新出画谱一改传统木刻图谱辗转失真的弊病，但同时也终结了晚明以来的版刻技术。在

“信息传达”这个层面上，画工、刻手们精妙的笔法、刀工渐渐失去用武之地輨輰訛。

以石版印制画帖、画稿，最早始于土山湾印书馆。早期的画稿，如《绘事浅说》、《铅笔习画

帖》等都由土山湾刊印出版。随后，点石斋、蜚英馆、文明书局、有正书局、扫叶山房等先后以石

印出版《耕织图》、《尔雅图》、《帝鉴图说》、《淞隐漫录》、《吴友如画宝》、《历代名媛图说》、《费丹

旭红楼梦人物图》、《三希堂墨宝》、《芥子园画谱》等画谱、画稿。

古代画谱是清末民初学堂或美术学校中国画教学的重要图式来源。1918年，北平美术专

门学校成立，当时由陈师曾讲授中国绘画史课，他谈到过中国古代戏曲木刻画，及当时的笺谱

木刻。陈师曾“对《无双谱》及陈老莲画的《水浒叶子》等倍加赞赏。并将自己收藏的古版画给同

学欣赏，当时北平美专的萧俊贤，在教中国画时特别提到了《芥子园画传》，也提到了《芥子园

画传》的康乾刻本如何精致。即时他编印了讲义，对一些画法示意图，先用木刻，因成本太贵，

学校无经费，学生也负担不起，因此改用当时先进的石印”輨輱訛。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各个书局出版石印本画谱、画传的数量渐渐增多，对初学者

起到了美术启蒙教材的作用。潘天寿曾于1910年在县城纸铺买到《芥子园画传》，笔者估计，潘

天寿所购《芥子园画传》出版于1910年之前，应该属于光绪十二年上海鸿文书局用石版翻印的

《芥子园画传》，或更早一点的石印版本。

石版印刷有单色、彩色两种。彩色石印，是以石板为版材，按彩色原稿设色、分版，最后套

版印刷成彩色图画。“光绪三十年，文明书局始办彩色石印，雇用日本技师，教授学生，始有浓

淡色版……至光绪三十一年，商务印书局更聘日本彩色石印技师……来华从事彩印，此道益

精。仿印山水人物花卉等古画，其设色能与原底无异”輨輲訛。影印版即“彩色照相石印版”，以商务

印书馆最先采用。贺圣鼐说：“彩色石印版之法，既甚复杂，印刷亦多手续，色必一石，各印一次

……迨影印版出，无论若干颜色之图画，均能以四色或多至七色印版印成之。此法于民国十年

由美人汉林格（L.E.Henlinger）输入中国，能以少数印版，印成多色图画，较之彩色石印速而且

精。”輨輳訛

1919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过清末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初刻于1848年）。而影印

古代画谱，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宋刊《梅花喜神谱》的重印。《梅花喜神谱》（原刻于南宋嘉熙二

年（1238），后有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刻本）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潘祖荫家藏《梅花

喜神谱》即双桂堂刻本，后潘祖荫堂兄潘祖同将此谱送与女儿———吴湖帆之妻潘静淑。吴湖帆

之“梅景书屋”即取自宋景定刻《梅花喜神谱》。1938年，吴湖帆将此谱托付商务印书馆影印。

印刷画谱，除了石版，最常用的是珂罗版。最早使用珂罗版技术的是土山湾印书馆，方殿

华神父绘图的《福音》、《受难始末》、《耶稣传》、《圣母行实》等书都是以珂罗版技术彩印。珂罗

版印刷，英文为Collotype，德文为Lichtdruck，即由胶质印刷之意。“该项印刷在照相制版中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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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印名人字画及其他美术最为适宜……光绪二十八年，文明书局之赵鸿雪试验珂罗版，亦

得成功……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三年始有珂罗版，其彩色珂罗版印刷，尤为精美”輨輴訛。

民初以来，新的印刷术刺激了美术出版物的繁荣。以珂罗版、照相铜锌版印制的古代画

谱、画册开始大量出现。据《上海出版志》等资料介绍，1911年，神州国光社曾出版邓实（秋枚）

编《风雨楼扇粹》8册，收集一百多名家的书画扇面（含书法）。1916—1924年，有正书局出版黄

宾虹主编《中国名画集》25册，内收古代375名画家，432幅作品。1916—1922年，国华书局出版

陆养晦、贡少芹主编《古画大观》，收作品166幅。1929—1933年，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唐

锡蕃主编《书画真迹大全》21册，收名人书画171幅（含书法）。1927年，有正书局以珂罗版影印

清改琦《红楼梦图咏》48幅，再以木刻饾版套色，书名为《改玉壶画红楼梦木刻初印精本》。这段

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珂罗版线装宣纸画集一百零几种，中华书局也出版有八十种以上。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的画坛名家也纷纷精选个人作品，印制画册出版。1915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吴昌硕先生花卉画册》，收入作品20幅，前后重版8次；另外还以珂罗版宣纸本出版

《白龙山人精品画册》、《西山逸士画集》、《剑父画集》等。1923年，上海美术用品社出版《海粟

之画》，杂用珂罗版、铜版印制。1925年，白鹅西画研究所出版《白鹅画展》，内收作品18幅。

1926年，大东书局印刷《天马画集》，内选刘海粟、汪亚尘、王济远等36人77幅作品。1929年，上

海中国文艺出版部出版《中西画集》，收录了第一次全国美展国画、油画、素描等作品。193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蜜蜂画社编《当代名人画海》，收集由陈宝琛起到郑午昌止的127名画家

的作品。193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李毅士《长恨歌画意》30幅，根据白居易原诗顺序作黑白画，

前有吴稚晖题扉页、于右任题词，蔡元培、张乃燕各作两篇序，张静江题写原诗。如此种种，不

胜枚举。

新的出版印刷技术使一个全新的图像世界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史

中的国粹主义者和西化派都表现了同等兴趣，而国粹主义者的兴味甚至可能更浓烈。洪再新

的论文《古玩交易中的艺术理想———黄宾虹、吴昌硕与〈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本〉始末考

略》輨輵訛，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形。其中的信息，非常耐人寻味。

结 语

1887年，李鸿章在《西学启蒙·序》中对西方学术有一个基本认定，即“泰西之学，格致为

先，自昔已然，于今为盛”，把西学认同为格致之学，而且是以“制器尚象”为主要内容的学问。

这样，它和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相互转化，从而变为一门新的学问———实学。近代的图学、工

艺美术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科学、格致之学只是西学中的一种成分，而所谓“自昔已然”也只是中国的学者和西

洋教士对西方学术有选择地翻译的结果。“五四”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及社会革命运动的蓬

勃发展，科学启蒙也开始向审美启蒙、思想启蒙迅速转换。

在“唤醒中国”的过程中，图像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兴工商实业”之动机所

触发的美术运动越来越向社会变革的方向倾斜。工业生产所急需的是精确的、科学的制图术，

与此同时，那些矢志于革命事业的仁人志士也急于利用图像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这样一种

变化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基本“格调”，它决定了中国美术的功能、题材和风格的取舍，规

定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走向。来自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无形中成为整个社会变革和视觉

启蒙运动的最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艺术改革运动也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

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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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輮訛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輨輯訛 参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輨輰訛 “新兴木刻运动”兴起之后，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輨輱訛 王伯敏：《中国版画通史》，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輨輵訛 此文收入《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诗红

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131


